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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法规属性的再认识 
 

刘长秋 
 

(上海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上海，201701) 
 

摘要：软法概念输入之初，学者们关于党内法规的软法属性已成定论。新近对这一结论的质疑，或是

对软法理解的偏误，或是无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效力来源机制的差异，或因误解党内法规自身的严厉

性。事实上，硬法范围的特定性，决定了我们无法将党内法规纳入硬法范畴；党内法规调整的特点，

也完全契合软法调整的特点。尽管未来有将党内法规作为第三种形态法的理论可能，但目前软法理论

依然具有对党内法规性质的解释力。将党内法规视为软法，也更利于科学地理解和解释与党内法规同

类性质的社会治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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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

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并明确其在全面依

法治国中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

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从历史和

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

结合等方面，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实行全

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

大问题，是顺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的重

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

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

循和行动指南。而有关党内法规方面的重要论述

则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内容。自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开始受到前

所未有的高度重视，由此带动国内党内法规研究

热潮的兴起，使得涉及党内法规研究的很多基础

性问题得到了学理上的阐释和论证。这对于党内

法规制度建设的深化以及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

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推进而言，无疑都具有重

要意义。然而，在有关党内法规的性质为何，亦

即党内法规究竟应当归属于软法还是硬法这一

关键问题上，国内学术界存在很大争议。由于受

软法研究不足所导致的对软法理解的偏误以及

党内法规自身所显现出来的刚性等诸多因素的

影响，不少学者反对将党内法规纳入软法范畴，

且这一群体呈现逐渐增长态势。 
明确党内法规的性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学

理问题，因为这决定着人们对于党内法规的认知

和接受程度，甚至决定着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方

向和目标。对于党内法规而言，“只有明确了它

的性质，才能够对它的功能、内容、形式、结构、

特点、运行、作用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1]。基

于此，本文拟就党内法规的软法性质再加探讨，

希望为党内法规的定性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

意见或建议，并借此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强化

略尽微力。 
 
一、“软法”概念的引入与党内法规 

属性的争议 
 

作为近年来在国内外学界勃然兴起的一个

重要概念，软法自产生之日起就受到广泛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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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并引发了极大的争议。有人甚至不认可软法

作为法的存在，认为法应当是刚性的，软法这一

措辞本身就内含矛盾，软法这一概念会为法学理

论与法治实践带来困扰和混乱[2]。在此背景下，

人们对于软法性质的界定存在很大的差异。有学

者认为，软法通常用来指包含劝告性而非法律约

束性义务的规定[3]。软法具有硬法的很多优点，

避免了硬法的成本，而且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优 
势[4]。也有学者认为，“软法”是与法、国家法、

实证法等相对的，是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并构成社

会秩序基础但又不是出自国家正式立法的种种

规则[5]。而国内软法研究的引入者及倡导者罗豪

才教授则认为：“软法是一个概括性的词语，被

用于指称许多法现象，这些法现象有一个共同的

特征，就是作为一种事实存在的可以有效约束人

们行动的行为规则，而这些行为规则的实施总体

上不直接依赖于国家强制力的保障。”[6]笔者以

为，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软法的引入及其相关研

究主要是为了区别于我国法治体系中已经存在

的“硬法”，亦即国家法，它应当是与国家法相

对应的一个概念。基于此，软法应当是指国家法

之外存在的发挥着法的作用的规则或规范。在调

整社会关系方面，这些规则或规范能够起到法的

作用，能够产生法的调整效果，但又不同于国家

法，其调整效能的产生不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 
党内法规作为一种制度现象，自中国共产党

成立之时起即已产生并一直存在，且在管党治党

方面发挥着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其引发国内

学者——尤其是法学学者——的普遍关注和重视

则主要是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
①
。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将党内法规纳

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使之成为与国家

法相并列的一种法规范，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由此带来人们对其

性质和地位等问题的关注和探讨。在界定党内法

规的性质方面，软法论最初是颇受重视且被普遍

认同的一种学说，很多学者都认可并支持党内法

规软法论，认为党内法规就是一种软法。如宋功

德认为，党作为一种政治组织所制定的党规属于

软法，它对于党组织和党员而言是必须一体遵

守、不得例外的硬要求，属于“坚硬的软法”[7]。

姜明安也认为，“党内法规”的基本性质属于社

会法和软法[8]。靳澜涛同样指出，党规以区别于

“硬法”的方式体现着法的公共性、规范性和普

适性等共性特征，在制定主体、内容程序、效力

保障等维度凸显出“软法”的个性特征[9]。而笔

者也曾经多次撰文论证党内法规的软法性质[10]，

明确将党内法规归入软法之列[11]。 
然而，伴随着党内法规研究群体的日益扩大

以及由此带来的视野与立场的不同，很多学者开

始质疑党内法规软法论，认为党内法规软法论并

没有揭示党内法规的本质属性，将党内法规作为

一种软法没有科学定位党内法规。如欧爱民就主

张，党内法规应当归属于硬法，“将党内法规纳

入‘硬法’范畴，既是现实需要，也具有理论基

础”[12]。柯华庆持相同观点，他认为，无论从道

德效力、应然效力、实然效力来看，党规都无疑

是“法”，而且是一种有别于一般社会组织制定

的“软法”的“硬法”[13]。姬亚平也认为，党内

法规有软法的部分，但绝大多数属于硬法，“党

内法规总体上是具有硬性的约束效力的”[14]。肖

金明则认为，党内法规“软法论”具有明显的局

限，它忽视党内法规非国家法的前提
②
，不符合

我国政党政治运行的现实逻辑，偏离了党内法规

的目标定位与价值功能，也忽略了党的政策与党

内法规的界限，因此，将党内法规作为软法并不

恰当，而应当将之定位为与国家法律并行的法规

范[15]。还有学者认为，党内法规的基本性质是社

会法，但又兼具一定的国家法因素[16]。一时间，

党内法规非软法论开始在学界流行开来，越来越

多的学者立足于党内法规与一般软法差异性的

视角，主张将党内法规纳入所谓的“硬法”范畴。 
作为一个因应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以及依规

治党、全面从严治党乃至全面依法治国需要而生

的新学科，党内法规学是近年来形成的一个重要

学科。长期以来，法学界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关

注不够，有些学者不愿正视党内法规现象，对于

党内法规概念持质疑、不屑甚至否定态度，仿佛

一讲党内法规，就会扰乱法治理论，混淆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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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关系，就有亵渎国家法治的危险[17]。党内法

规及其相关问题甚至被认为既非科学问题更非

法学问题，不能也不应该纳入法学研究范畴，由

此形成了党内法规制度不入“法眼”的状况[18]。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对党内法规的很多问题

缺乏一以贯之的研究，对党内法规性质这样一个

党内法规学研究必须直面的问题也疏于关注，不

少人甚至认为这一问题不重要或者是一个伪问

题。实际上，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全面依

法治国，把党内法规纳入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既

要求党依据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

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宏观背景下，党内法规的

性质问题决定着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方向，决定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构建的科学性以

及全面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因为不同性质的

法，其制度建设需要满足的要求不同，遵循的规

律也不相同。如果对不同性质的法适用相同的要

求，则很容易出现“张冠李戴”的结果，导致不

同制度建设的实践与目标“南辕北辙”，扰乱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例如，国家法制定、

修改和废止需要严格遵照立法法的规定。国家法

对所有公民适用，需要遵循硬法建设的一般规

律，需要突出程序正义，强调制度的公平与刚性。

而软法更强调协商民主与制度适用的灵活性，突

出结果主义，强调制度调整的实效，仅限于在特

定领域和特定群体内部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在

国家治理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中国必须在坚持

党的领导并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

前提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此意义上，无论

是对于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以践行依规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而言，还是构建科学完善的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科学界定党内法

规性质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自明的。 
 
二、党内法规软法论为什么会被 

质疑和错解？ 
 

党内法规软法论兴起于十余年前开始的国

内软法研究热潮，是研究者对软法进行分类研究

的重要产物。正因为如此，持党内法规软法论的

学者，绝大多数都有着软法研究的背景，对软法

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比较熟悉。作为国内最早从法

学角度对党内法规加以研究和定性并将其归入

法现象的一种学说，党内法规软法论很好地揭示

了党内法规的性质，指明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

的不同，其最初得到了学界较为普遍的认可。然

而近年来，伴随着越来越多缺乏软法学术背景与

知识结构的学者步入党内法规研究领域，党内法

规软法论逐渐遭受质疑，甚至被错解。笔者以为，

不少学者之所以质疑并反对将党内法规纳入软

法范畴，而主张将其归入硬法，主要根源在于他

们对于软法这一概念理解的偏误以及党内法规

特殊性所致。这些恰恰是党内法规学界必须正视

的基础性与关键性问题。 
(一) 对软法理解的成见与误会 
很多学者之所以比较排斥用软法来定性党

内法规，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人们对软法存

在一定成见与误会。关于软法，国内学者虽然进

行了越来越多的研究，但在其内涵与外延的确定

上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不少学者仅从字面上去理

解软法，将软法错误等同于软规则，甚至将国家

法中大量存在的软规则，如各种倡导性规则、宣

示性规则、指导性规则等，也纳入软法的范围。

实际上，“软法是指那些不能用国家强制力保证

实施的法规范，……而硬法是指那些能够依靠国

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规范”[19]。软法不是指

“软”的法，而是专指不属于国家法的其他法的

统称，就像硬法不是指“硬”的法而专指国家法

一样。换言之，假如我们把国家法作为硬法，则

不属于国家法但又发挥着法的作用的规则都是

软法。软法不排除硬规则的存在，如国内高校普

遍制定的有关科研考核、职称晋升等方面的规

定，就属于面“软”而神“硬”的软法规则。在

国内高校，这些规则实际上是作为硬要求存在

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显然也属于这样的规

则。由于这些规则并不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

因此无论其约束效果多强，表现多硬，都不是国

家法，不属于硬法。这就如同作为硬法的国家法

中有着大量诸如“常回家看看”这类软性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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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不能因此将其归入软法一样。在软法与硬

法的辨识上，我们不能够仅从软法的“软”字上

去理解，不能将软法等同于“软”的法或软规则，

也不能仅从“硬”字上去理解而错误地将硬法等

同于“硬”的法或硬规则。因为软法与硬法的实

质性差别不在于法规则中的要求是“软”还是

“硬”，而在于二者是否具有国家强制力。凡是

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都属于硬法，不具备国家强

制力的法都属于软法。就此而言，软法是与国家

法并行而非相互交叉的一种法；软法未必就不

硬，而硬法也未必就不软。 
由上可知，“目前我国学界对软法的研究还

远未成熟，尤以软法的概念、范围、功能、与硬

法的区别等基本问题为最”[20]。这一点直接影响

了人们对于软法概念及其范围的界定，并制约了

人们在党内法规是否为软法问题上的判断。在此

意义上，国内软法研究有待进一步强化，这需要

从软法的由来与本原上理解何为软法，从而正确

把握其内核与实质。从软法一词的渊源来看，软

法是产生于国际法上的一个概念，它作为晚近国

际法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一种现象，“通常是指那

些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又能产生一定法律效果

的国际文件，例如联合国大会或其他国际会议所

通过的决议和宣言、国际组织建议采用的标准和

建议等”[21]。换言之，国际软法是相对于国际条

约和国际习惯等国际“硬法”而言的国际规范。

在国际法上，凡是不具有国际法约束力但客观上

却能够对国际法主体产生约束效果的国际规则，

都属于国际软法。由此可见，国际软法是对应国

际法这一概念产生的。国际法学者提出国际软法

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使国际法与那些并不是国

际法但却发挥着国际法作用的国际规则区别开

来。在国内法中，人们引入软法概念的目的则在

于弥补作为刚性规范的国家法调整之不足，使国

家法以及其他各类发挥着约束效能的规则能够

在社会治理中彼此支撑，互补互助。换言之，在

国内法中，“任何一种类似法的规则都可以被称

为软法”[3]，软法是相对于国家法的独立存在，

是国家法之外且平行于国家法、发挥着法的作 
用的规则或规范

③
。但稍显遗憾的是，部分学者

在研究软法时将软法的范围进行了不适当扩大，

甚至将国家法中约束力偏软的规范(如那些倡导

性、宣示性、号召性、协商性、指导性规范)也纳

入软法的范畴，使得不少人对软法的理解出现了

偏误。 
为此，我国软法研究应当进一步深入推进，

在广泛争鸣、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尽早在软法的

内涵与外延等基本问题上达成一致，将软法明确

界定为在国家法之外发挥着法的调整作用的所

有规则，以此消除人们对于软法的成见与误解。

换言之，学界需要立足于软法的本意，更加准确

地把握和理解软法。就此而言，要让人们认同党

内法规是一种软法，还需要学界做更多努力，尤

其需要推动人们逐步走出有关软法的诸多观念

误区。 
(二) 对党内法规与国家法效力来源机制差

异的无视 
作为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的统称，软法的

约束力或效力通常来源于其适用对象对这些  
规则的自愿认同和自觉接受。软法的产生因应公

共治理之需要，而公共治理“倚重协商民主，推

崇认同、共识与合意”[22]。就此而言，软法通常

“寻求通过更多协商、运用更少强制，实现更高

自由”[23]。而党内法规往往突出和强调其作为法

的权威性与执行力，强调其适用对象毫无例外、

不讲条件、没有特殊的一体遵循。表面上看，党

内法规似乎不以党员对这些法规的认同和接受

为条件，只要求党员无条件遵守，且依靠党的组

织强制力作为实施保障。这与学界通常所认同的

软法效力之形成机制存在一定差异，令不少人对

党内法规适用的“强制性”产生了误读，认为党

内法规适用是一种完全的甚至强于国家法的强

制性适用，党内法规因此应当被归入硬法之列，

其效力来源不完全来自党的组织力量，而是部分

来自国家强制力。换言之，不少人认为党内法规

的强制力是用国家强制力来支撑和巩固的。“党

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规强制力保障的重要来

源，也即党规是由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暴力机器

来支撑与巩固的。”[13]这一看法在党内法规学界

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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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上述看法是建立在将“软法”理

解为软规则的基础之上的，本身并不科学。因为

如上文所述，软法并非指“软”的法，软法未必

就软；相反，很多情况下软法都体现为一种硬要

求，前述有关职称晋升及科研考核的高校规则就

无一不是以硬要求的形式出现并发挥作用的。就

此而言，以党内法规具有组织强制力而将其视为

硬法，实际上是对软法之“软”的一种误读。而

且，就党内法规自身效力来源来看，它并没有游

离于软法效力来源的机理之外，而是遵循着软法

效力来源的基本原理。这与国家法效力来源的机

理有着本质性不同。“软规则通常具有很强的成

员认同感，从而对成员约束力会更强。”[24]党内

法规尽管强调对所有党员都具有不容置疑、毫无

条件的适用性，但前提是其适用对象的特殊性，

即其适用对象是作为社会先进分子而加入党组

织且入党时向党进行了宣誓并自愿认同党的纪

律的党员。正如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及党内法规时

所指出的：“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

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绝

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25]就此而言，“党内法  
规的效力来源于党员权利的让渡——以入党宣誓

的方式明确让渡，也来源于制定过程的民主参与

——党内法规通过党内民主程序制定，对每个党

员具有拘束力”[26]。换言之，如果一个人不是党

员、已经自行退党或被开除出党，则党内法规对

其没有任何适用性。这意味着，党内法规对于党

员的适用是以党员愿意作为党员而接受党内法

规约束为前提的，其效力来源于作为这些法规适

用对象的广大党员对其规则的自愿认同，只不过

这种认同和接受暗含在党员这一特殊身份之中。

也就是说，党内法规的约束力是建立在广大党员

自愿作为党员而接受党的纪律约束基础上的，这

种约束力是一种“主要立足于自我约束基础上的

约束力”[10]。如果党员自行退党或被开除党籍，

党内法规自然不再对其适用，也就不再对其具有

约束力，党不能要求一个非党员遵守党内法规。

而国家法效力来源的机理与之完全不同。国家法

的适用并不以其适用对象对国家法的认同和自

愿接受为前提。任何人——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

国人——只要生活在国家法的法域之内，则自出

生之日起至死亡时为止，不管其主观上是否认同

和接受，国家法都会天然地对其适用。也就是说，

国家法对于其适用对象的适用是不以公民的个

人意愿为转移的，其适用与否并不存在任何协商

的可能。在这一点上，党内法规与作为硬法的国

家法是截然不同的。而主张党内法规是一种硬法

的学者显然无视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效力来源

机制的这种差异。 
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内法规体系是

由包括党章及党的领导类法规和党的建设类法

规(具体包括党的组织法规、党的自身建设法规以

及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在内的不同法规共同构成

的。而不同法规显现出的特点并不相同，如党的

领导类法规就较多地介入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

理领域。这类法规由于涉足了党的外部事务，被

很多学者认为其效力来源并不止于党的组织强

制力，而是包含了国家强制力。实际上，这是对

党的领导类法规效力来源机制的误读。笔者以

为，考察一种法是否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亦即

其效力来源是否为国家强制力，最为直接和可靠

的方法是看违反这些法而需要承担责任时是否

需要采取国家强制措施。如果采取的是国家强制

措施，则该法规显然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

的；如果采取的只是组织措施，则其就不是以国

家强制力作为保障的。从党的领导类法规规定的

责任类型和承担方式来看，这类党内法规的强制

力来源实际上并没有脱离党的组织强制力而进

入国家强制力层面。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

作条例》为例，该条例是一部典型的党的领导法

规，其第四十五条第一款有关“各级法院、检察

院领导班子应当配备党外干部”以及第四十六条

第一款有关“符合条件的省级民主党派主委、工

商联主席、无党派代表人士一般应当进入同级人

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等规定表明，

该法规涉及的事项已经不仅仅是党内事务，而是

包括了国家事务。然而，其第五十八条关于“各

级党委(党组)应当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加强对本条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将本条例执

行情况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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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纳入政治巡视巡察、监督执纪问责范围”

以及第五十九条关于“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的，

根据情节轻重以及危害程度，对相关党组织、党

的领导干部进行问责”等保障性规定则表明，违

反该法规需要承担责任的主体并不是党外主体，

而是党内主体，所承担的责任也不是国家责任，

而是党纪责任。这表明，该法规的效力来源并不

是国家强制力，而是党的组织强制力。其他党的

领导法规也基本如此。由此可见，作为党内法规

中相对较为特殊的一类，党的领导类法规尽管涉

及国家事务与社会事务，但其效力并非来源于国

家强制力。而党的建设类法规的效力更不来源于

国家强制力。以党的领导类法规介入国家事务和

社会事务为由而认为这类法规的效力来源于国

家强制力的观点是不成立的。换言之，无论是党

的领导类法规还是其他类型的党内法规，其效力

都来源于党的组织强制力，都以党员对这些法规

的认同和接受为基础，遵循相同的效力来源   
机理。 

(三) 对党内法规自身规定严厉性的误读 
在当代社会治理实践中，绝大多数软法都属

于柔性规范，调整机制偏于灵活机动，约束效能

通常都对应着其名称中所宣示的“软”字，使得

这些软法的名称与其性质能够完全契合。而党内

法规则不同，它具有明显的刚性，违反党内法规

通常需要承担诸如警告、严重警告、留党察看、

开除党籍等较为严厉的党纪责任。如《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一条就规定：“对党不

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阳奉阴违，欺上瞒下，

搞两面派，做两面人，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

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

籍处分。”显然，党内法规相比于其他软法具有

严厉性和刚性。党内法规内容的严厉性使其明显

区别于一般软法，尤其是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宏观

背景下。这容易产生一定的迷惑性，使人们对党

内法规的性质发生误解。党内法规的要求相对较

高，规定相对较严，责任的追究对于党员之影响

不逊于甚至大于国家法对公民法律责任追究的

影响，尤其是在党纪责任追究会直接影响其政治

生命的情况下。这使得党内法规与一般软法有着

很大不同，具有明显的刚性。这种刚性让不少学

者认为党内法规并不软，加之一些人对软法的理

解有误，导致他们很容易将党内法规归入硬法的

范畴。党内法规是软法的观点在实践中并不为党

政部门所认可和接受。党政部门作为党内法规的

制定者或执行者，总是希望自身制定或执行的规

则具有高度的权威性，能够取得其制定或执行时

所期望的效果，以确保党内行动的统一。而软法

定位容易对党员心理产生一定误导，认为这类法

可有可无、遵不遵守都无所谓。心理学常识表明，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一些根

深蒂固的观念的影响。软法一词的“软”字容易

令人先入为主地认为这些法是柔性的法，其更强

调协商而不具有刚性，进而认为这种属性会对这

些法的调整效能造成妨害。因此，党政部门一般

比较排斥党内法规是软法这样一种观点。 
实际上，尽管党员违反党内法规需要被追究

的责任具有无法否认和无可辩驳的严厉性与强

制性，但这种责任的追究并不是依靠国家强制力

进行的，而是依赖党组织的强制力亦即党纪责任

追究机制。在我国，尽管作为执政党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掌握着国

家政权，但其对党员违规责任的追究并不以国家

强制力为保障。换言之，在追究党员违反党内法

规的责任时，包括监狱、警察、法院等在内的国

家暴力机关是不介入而且也不能介入的。这是党

规责任与国家法责任的本质的不同。这种不同决

定了党内法规责任尽管极其严厉且具有刚性，显

著区别于一般的软法责任，但也不同于国家法责

任这种依赖国家强制力保障的责任，它并不是一

种硬法上的责任。就此而言，党内法规的严厉性

不能够成为我们将党内法规纳入硬法范畴的  
理由。 
 
三、为什么党内法规应当被视为 

软法？ 
 

笔者认为，之所以必须将党内法规纳入软法

范畴，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其一，硬法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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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性决定了我们无法将党内法规纳入硬法范

畴；其二，党内法规调整的特点完全契合软法调

整的特点；其三，更利于科学地理解和解释与党

内法规同类性质的社会治理规则。 
(一) 党内法规无法被作为硬法 
软法和硬法的分类是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软

法被发现而由理论界对法所进行的一种划分。软

法是相对于硬法而存在的。通常，人们把国家法

作为硬法，而软法就是指国家法之外所有发挥着

法的作用的规则。这意味着，“软法之‘软’仅

是指排除国家强制力之实施，而非效力软”[27]。

在理论上，之所以将党内法规作为软法，根本原

因在于，党内法规作为一种法，无法被归入硬法

的范畴。当前，尽管学术界在何谓软法这一问题

上还存在一些争议，但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即

软法为“非硬法之法”，亦即：软法“并非硬   
法，但有着与法类似的功能和效果的社会性制

度”[28]。而硬法则是“立法机构遵循宪法程序和

其他正式程序或者条件而颁布的规则，这些必要

程序或条件赋予规则以法定拘束力”[29]。软硬法

的划分是以法是否具有国家强制力为标准的。具

体而言，凡是由立法机构遵循宪法程序和其他正

式程序或条件颁布的，并因此具有国家强制力的

规范，都属于硬法；反之则为软法。在国内法层

面上，尽管软法不一定是指党内法规，但硬法一

定是指国家法，硬法与国家法之间是可以画等号

的，具有特定指向性，除了国家法之外再无硬法。

而党内法规尽管不乏刚性，但其自身效力并非来

源于国家强制力——虽然作为制定主体的中国共

产党掌握着国家权力。鉴于此，将党内法规纳入

硬法范畴显然是不恰当的，这一做法扩张了硬法

的外延，会造成法的分类的混乱。党内法规在性

质上只能够被界定为软法，是国家法之外对党员

和各级党组织发挥着法的作用的党内规范。 
(二 ) 党内法规调整完全契合软法调整的  

特点 
将党内法规纳入软法范畴也符合党内法规

自身调整的特点。作为一种“用以指导对自我规

制之规制的规范”[30]，软法的价值在于在国家法

这样一种硬法之外为特定主体提供更为灵活、更

具适应性的选择，以指导特定组织、领域的人们

实现自我规制。作为执政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正是一个推进并

强调“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

高”的自我规制型政党，党内法规是其用以管党

治党、实现自我规制的制度保障。2019 年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规定：“党内

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

党中央工作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

的体现党的统一意志、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 
设活动、依靠党的纪律保证实施的专门规章制

度。”
④
而党的纪律是具有刚性的。就此而言，党

内法规并不缺乏刚性，违反党内法规需要承担相

应的党纪责任。然而，党内法规作为一种法，其

调整党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突出严管

厚爱，关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高度重视

和强调柔性机制与调整方法，注重提醒谈话、诫

勉谈话、约谈函询、批评和自我批评等较为柔性

且更有利于行为人自我调整和改正的方式方法，

追求从思想引导到行为规范的由内而外的调整。

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

条明确要求：“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经常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

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

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

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

极少数。”这一点恰恰体现了党内法规作为软法

的灵活性，是作为硬法的国家法所不具备的。这

使得软法理论对于党内法规依旧具有应有的解

释力，将党内法规纳入软法范畴，有助于科学把

握党内法规调整的特点，能更充分地发挥党内法

规对于党内关系的独特调整作用。 
(三)更利于科学理解和解释与党内法规同类

的社会治理规则 
很多学者反对将党内法规纳入软法范畴，最

为关键的理由在于党内法规与其他软法不同，尤

其是作为拥有执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所颁布的法

规与一般软法在约束力(即刚性)以及治理效果方

面有着巨大差异。很显然，党内法规自身的刚性

并非成因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也非

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核心的定位，因为在

党的历史上，党内法规一直都作为具有刚性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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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存在，并在管党治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

执政党和领导核心，就在于其拥有党内法规这类

具有特定调整优势、能够在管党治党方面发挥特

殊效能的制度。这一点，从党内法规在党的建设

的历史演进中的作用能得到印证。建党初期，党

并非执政党，但党内法规作为一种管党治党规范

一直存在并发挥作用，其刚性(也是自始就有的党

内法规约束力)的产生并非基于中国共产党作为

执政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而对

国家权力的掌控。党内法规之所以具有刚性且能

够在中国社会治理、国家治理方面发挥特殊作

用，在于任何政党法规都必然会依赖的成员授权

以及由此强调的政党纪律。实际上，在当代中国，

类似法治现象并非仅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党内，也

存在于其他党派或政治组织中。换言之，不仅中

国共产党有党内法规，其他党派或政治组织也有

其内部法规，如中国共青团团规、民主党派党内

法规等。以中国共青团为例，其团规在理念上几

乎等同于党内法规，而共青团本身在治理理念上

也同中国共产党相同，强调“全面从严治团”“依

规治团”。《中国共青团章程》总则中明确规定：

“坚持从严治团。要把严的标准、严的措施贯穿

于从严治团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依规治团，建

立健全团内规章制度体系。”假如因为中国共产

党是执政党而将党内法规作为硬法的话，则与其

治理理念相同的中国共青团团规呢？这值得深

思。至于其他党派的法规，如《九三学社纪律处

分办法(试行)》《中国致公党纪律处分办法(试行)》
等，也需要直面以上问题。实际上，无论是党内

法规，还是团规，抑或是其他社会治理规则，都

不是硬法，而是国家法之外发挥法的作用的规

则。只有将党内法规纳入软法范畴，我们才能够

更科学地理解和把握党内法规以及类似规则。 
 
四、党内法规可否作为独立于国家 

法与软法之外的第三种法？ 
 

就目前有关党内法规性质的争论来看，很多

学者不主张将党内法规纳入软法的范畴，而更倾

向于将其作为与国家法这类硬法稍有区别的“硬

法”，即把硬法做扩大解释，将其分为作为硬法

的国家法以及作为硬法的非国家法，从而把党内

法规归入非国家法的硬法之列。尽管这一做法不

乏创新性，但存在着将软法片面理解为“软”的

法的明显缺陷，其基点依旧是法的二元论。在这

一点上，党内法规软法论与硬法论是高度一致

的，并无本质不同。因为党内法规软法论者的理

论基点亦为法的二元论，即将法划分为作为硬法

的国家法与作为软法的非国家法。值得关注的

是，从党的相关文件的规定或要求来看，党内法

规似乎存在着被作为国家法与软法之外的第三

种法的可能。 
2014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全面依法治

国的目标定位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

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

力的法治保障体系”等四个体系在内的国家法体

系以及“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但在具体要求

中却暗含了乡规民约、行业规章等在内的软法体

系，即“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

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

用”，“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发挥行业自

律和专业服务功能。发挥社会组织对其成员的行

为导引、规则约束、权益维护作用”。显然,“诸

如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规章等，

它们也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遵循”[31]。在该《决

定》中，软法的概念尽管没有被明确提及，但实

际上是隐含其中的。这似乎反映了党的重要文件

要将国家法治体系划分为国家法体系、软法体系

以及党内法规体系的一种努力。而 2016 年 12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

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

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似乎使这一努力

进一步明确化。在《意见》第二部分“推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中，其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阐释明显是从国家法、软法

以及党内法规三个角度进行的，即：“加强重点

领域立法”“强化公共政策的价值目标”(在软法

学研究中，公共政策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软法)
和“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其第三部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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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社会治理的价值导向”则进一步延续了这一思

路，在法治实施层面依旧将法治体系分为国家法

体系、软法体系以及党内法规体系，亦即“严格

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

理”“坚持依规治党”。理论上，这种将党内法规

作为国家法(硬法)与软法之外的第三种法的尝试

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因为法的划分未必一定是二

元化、非此即彼的，而是相对的。正如有学者指

出的：“纵观现实社会，在典型的硬法与典型的

软法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规则，这些规则形态

各异，所具有的拘束力也各不相同。”[28] 
如果跳出非此即彼的视角，则法并非只存在

软法与硬法这样的二元划分，似乎还可以存在三

元的可能。这一点，有学者显然已经察觉并明确

指出，“在认同当今‘党内法规’的软法取向的

同时，亦应注意到，这种价值层面上的取向并非

绝对，而只应成为一种相对论”[32]。“软法有很

多种类，硬法与软法的选择并不是二元的。”[4]

理论上，在软法与硬法之外，还可以存在其他类

型的法，亦即法的第三种形态。那些以党政联合

行文形式存在于党内法规体系中的党内法规，显

然就具有成为这类规范的可能。作为被 2019 年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明确归入党内

法规的一种制度规范
⑤
，党政联合行文是一类政

策性较为突出、调整范围已经明显跃出党内事务

而涉及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制度存在。在中

国，党的全面领导必然形成“党政统筹”的国家

治理框架[33]，需要党和政同向发力，继而要求国

家法律与党内法规两种规范统筹推进、一体建

设、相互支撑、密切配合。当前，我国国家法律

与党内法规还存在一些脱节现象，这种现象使得

党内法规调整范围与国家法律调整范围之间出

现了一些空隙和不黏连，导致党政在国家治理实

践中有时难以做到密切配合、同向发力，从而极

大制约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建设。

党政联合行文这种特殊制度形式的存在，相对有

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

系难以实现无缝衔接的情况下，党政联合行文作

为一种所谓的混合型党规[34]，成为促使党政密切

配合、同向发力、形成合力的重要制度保障。鉴

于此，党政联合行文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于党内规

范体系乃至我国法治体系中，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乃至必要性。党内法规作为一种要求上高于国家

法律且内容上严于国家法律的规范，尽管其在应

然层面的功能定位于管党治党，通过依规从严治

党来体现并确保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但在实然

层面已经出现党政联合行文这种被归入党内法

规范畴的特殊党内法规的背景下，党内法规研究

似乎亦要正视法的表现形式在依规治党和依法

治国实践中的需求，寻求理论应然与制度实然之

间相互协调的路径；加之党内法规突出义务优

位、强调党员对于党组织责任和义务的特征与一

般社会组织以强调个体权利为特征的软法确实

存在一定差异。这些都为党内法规被归入第三类

法提供了理论上可以论证的空间，使得党内法规

逐渐脱离软法范畴而步入法的第三种形态。当

然，要实现这种可能性，需要有更加充实的理论

依据，需要做更为充分的学理阐释，需要党内法

规研究者乃至法学理论研究者做出更多的努力，

就目前来看，党内法规软法论在党内法规性质问

题上依然是具有解释力的，党内法规应当被定位

为一种软法。 
 

五、结语 
 

软法是伴随着公域治理需要而产生的一个

西方的法学概念，“软法以其特有的概念，宣示

了自己的存在与功能”[35]。而“党内法规是一个

极具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基础概念”[15]。由于中

国共产党自身的领导地位，使党内法规这一概念

具有一定特殊性，成为区别于国家法与一般社会

规范的重要概念。与一般社会规范相比，党内法

规拥有党的组织强制力作为实施的保障。对于违

反党内法规的党员而言，通常需要承担包括警

告、严重警告、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在内的较

为严厉的党纪责任，从而对其政治生命产生极为

不利的影响。这客观上令党内法规具有很强的刚

性，加上全面从严治党、迫切需要强调和凸显党

内法规严厉性的宏观背景，将党内法规纳入软法

容易引发人们对党内法规性质的误读。如果仅从

称谓上做表面化理解，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作为软

法的党内法规不需要被严厉执行。因此，软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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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并不是用以界定党内法规性质乃至地位的最

恰当概念。也正因为如此，在界定党内法规性质

的问题上不排除在国家法与软法之外还有第三

种可能，即将党内法规作为一种既具有硬法特征

又具有软法特征但又不属于硬法或软法的独立

的法形态。很显然，这一可能性的实现需要理论

界做大量的研究和论证工作，在此之前，将党内

法规纳入软法范畴是最明智和理性的选择，毕竟

“软法论在解释党内法规属性时能够对国家主

义倾向和形式主义法律观形成反思与重构，具有

一定的理论可取性”[36]，软法理论在解释党内法

规方面还没有过时。 

 
注释： 
 

①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前，国学部分学者立足于党史党

建角度对党内法规进行过一定研究，但法学界探讨党内

法规的研究成果还较为少见，学界对党内法规研究的整

体性关注和重视程度不够。因此，党内法规方面的研究

并没有形成气候，一直都处于较为边缘和冷僻的地位。

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党内法规研究出现了多学

科共同关注和探讨的现象，法学界的持续关注使得国内

相关研究逐渐进入高潮，党内法规学开始作为一个新学

科而存在，并越来越呈现出向显学发展的现象。 
② 就软法研究在我国兴起的背景来看，软法是作为一个与

国家法对称的概念而存在的，用以指国家法之外的具有

法的约束力的规则。因此，软法研究本身就是立足于

“软法非国家法”这样一个理论前提之上的，将党内法

规纳入软法范畴内含着党内法规非国家法的意蕴。肖金

明认为党内法规“软法论”忽视了党内法规非国家法

的前提，显然是对软法研究存在误读。 
③ 党内法规作为软法的一种，显然是平行于国家法的。这

与肖金明等主张的应当将之定位为与国家法律并行的

法规范并不矛盾。 
④ 参见《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三条第一款。 
⑤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

定：“制定党内法规涉及政府职权范围事项的，可以由

党政机关联合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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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soft law, scholars made a conclusion about 
the soft law attribute of intra-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recent query into this conclusion is either a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soft law, or a disregard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ffectiveness source 
mechanism of the intra-Party laws and national laws, or a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severity of the intra-Party 
laws. In fact, the specificity of the scope of hard law determines that we cannot bring intra-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into the scope of hard la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djustment of intra-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also fully conform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djustment of soft law. Although it is theoretically 
possible to regard intra-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the third form of law in the future, the current soft law 
theory still has the explanatory power to the nature of intra-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regard intra-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soft law is more conducive to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rules of the same nature as intra-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Key Words: intra-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soft law; hard law; natio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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